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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书后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 胡平

一、成书背景及其它

诚如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所说，要了解一本史书的意义，先要了解史家本人。如能略知

写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时期陈寅恪先生的生活环境与时代背景，当能有助于我们对该

书的了解。

据书后之《附论》，知此书完成于 1940年 4月，时作者大病初愈，居于昆明青园学舍1。

《附论》中所说大病，当指作者于 1940年 1月 30日所发之心脏病。据陈先生自己所述，“此

次之病甚不轻，即心悸心跳，所谓怔忡者是也”2。由于病情较重，影响了正在进行中的《隋

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的写作，至 1940年 2 月底，“尚欠一章论财政者未成”3。此书的

书名初看似乎只是研究隋唐制度之渊源，但陈先生的想法却不仅如此，他其实是把此书当作

《通史》来写的，因此才有“极费力”的感慨。4至 4 月，陈先生虽已完成书稿，但因尚欲

有所修正，而自己眼疾之症又十分严重，故 7 月间仍致信傅斯年，请他托人代为抄写一份。

5该书起初准备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印行，陈先生虽极度不满商务印书馆往往改易原稿之病，

但为尽早出版，乃亲自详看一遍，仍交付商务出版。6尽管如此，由于正值抗战时期，时局

动乱，故该书迟至 1942 年仍然未能刊行。

当时战事方殷，陈寅恪先是困居香港，准备应牛津大学之聘，等候赴英，然 1939 年欧

战爆发，无法成行，陈寅恪又迁回内地，居于昆明，后又迁至桂林。在此数年当中，陈寅恪

一家生活物资极其匮乏，家人多患病，真可谓是饥寒交迫、穷困潦倒。7除此之外，图书乃

学者治学最为重要之工具，而因战乱之关系，陈寅恪“二十年来所拟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

安南遗失”8。其中包括陈先生花费极大心力的《世说新语》注、《五代史记》注以及蒙古与

佛教等方面的大批重要书籍，幸存的“仅不经意之石印《旧唐书》及《通典》二种”9。正

是根据《通典》和《旧唐书》之眉批，陈先生才在几乎无书可读的情况下，完成了《隋唐制

1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 175页。
2 《致傅斯年之三十九》，陈寅恪：《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 64-65页。
3 同上书，第 65页。
4 同上。
5 《致傅斯年之四十》，《书信集》，第 67页。
6 《致傅斯年之四十一》，《书信集》，第 68页。
7 同上。
8 《致刘永济之四》，《书信集》，第 244页。
9 同上书，第 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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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不朽之作。10陈先生论史一向极重种族与文化

二端，在明了陈先生著书前后的时代背景及其生活环境之后，我们才能理解何以陈先生在书

中不惜笔墨的论述隋唐制度渊源中的“河西因子”之重要性，“借以唤起今世学者之注意”。

11实则陈先生值中华民族与文化危亡之际，身处西南一隅，对“河西因子”之体悟颇能感同

身受也。

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陈寅恪先生不得不经常求助友人借阅和代查书籍。在 1939 年十

一月间，陈先生托陈述代查严衍对《通鉴》一七九隋纪“仁寿二年闰十月甲申，诏杨素、苏

威与吏部尚书牛弘等修定五礼”条有无补正之处。12由于陈述没有准确体会陈寅恪的要求，

故两日后，陈先生再度详细说明要求，即欲知该条上文有无异文。13按，陈先生反复托人所

查之文字，正是有关隋唐礼仪制度来源之关键所在。《略论稿》在《礼仪》章中引用了上述

文字，陈先生加以按语，指出《隋书》、《北史》载文帝诏修《五礼》，时在该年闰十月己丑，

其前则有“甲申诏仆射杨素与诸术者勘定阴阳舛谬”条，而《通鉴》则把修定《五礼》之事

系于甲申，因此陈先生颇为怀疑《通鉴》有所脱误。14这也正是他托陈述代查严衍与章钰二

书有无补正的目的所在。虽然严、章二书皆未对此做出补正，不能使陈先生利用《通鉴》的

记载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质疑。事实上，陈先生在此处本欲证明牛弘等人

修定《五礼》是以北齐《仪注》为准，《隋书》对此已有明文，而《通鉴》未采，故陈先生

大发感慨，以为司马光未能通解隋代礼制之大源。15陈先生对宋代史学的成就十分敬仰，尤

其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认为“吾国旧史多属于政治史类，而《资治通鉴》一书，尤

为空前杰作”。16正是本着对司马光的推崇和尊重，陈先生才特别希望能从《通鉴》逸文中

找到只言片语来印证自己的观点，在这种努力失败后，陈先生表示出了极大的遗憾。由此，

我们一方面可见陈先生在解读史书方面出类拔萃的洞察力，同时也能感受到陈先生严谨的学

术态度和他对前代学者的尊重。

二、成就与争论

一部仅十几万字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包含了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

财政等与隋唐制度及其建置相关的内容，涵盖了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民族学、社会学、

10 《致刘永济之四》，《书信集》，第 245页。
11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 47页。
12 《致陈述之十一》，《书信集》，第 190页。
13 《致陈述之十二》，《书信集》，第 191页。
14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 17-18页。
15 同上书，第 18页。
16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 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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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文化史、语言文字学等与中古史相关的诸多领域，显示了陈寅恪先生对中国传统文

化内涵、中西文化的关系、种族与文化的界定、胡化汉化的实质等问题的高见与卓识。

陈先生在此书中提出不少通识宏论，对后来的研究具有开启范式的意义，但在所有这

些论断之中，有关“南朝化”的论述引起的争议似乎最为持久和激烈。笔者姑就浅见所及，

对相关争论略作整理与评析。17

“南朝化”一语见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七章《财政》，陈先生指出，“此章主

旨唯在阐述继南北朝正统之唐代，其中央财政制度之渐次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

18按，陈先生的意思是唐代中央财政制度本继承北朝，而后则逐步转向南朝。而对于其他制

度，如礼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认为隋唐制度主要有梁陈（南朝后期）、北魏北齐、西

魏北周三个来源。其中西魏北周一脉属于鲜卑野俗与当地汉文化的混合品，对于隋唐实际影

响甚微。北魏北齐一脉主要是王肃等人从南朝（前期）输入北朝者，较为重要。同样重要的

是来自于梁陈（南朝后期）的一脉。由此可见，虽曰三源，实则整个南朝的影响明显居于首

要位置。陈先生在这里虽然没有采用“南朝化”的说法，但是他实际上已经勾勒出了东汉以

来的文化传统主要经由东晋南朝再传至北朝隋唐的脉络，因而继承了汉魏传统的南方文化就

构成了历史发展的主流。对于这种特别重视南朝贡献的观点，钱穆先生有极为不同的看法，

他指出，“近人陈君寅恪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详举唐代开国，其礼乐舆服仪注，大体

承袭南朝。然礼乐制度，秦汉以下，早有分别。史书中如职官田赋、兵制等属制度，封禅郊

祀舆服等属礼乐。宋欧阳修《新唐书·礼乐志》，辨此甚明。隋唐制度，自是沿袭北朝。陈

君混而不分，仅述南朝礼乐，忽于北方制度，此亦不可不辨”。19可以说，钱先生的批评对

陈先生的结论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在此后的长期探讨中，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基本上形成了

赞成“南朝化”说和主张“北朝主流”说的两派。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唐长孺先生及其弟子牟

发松等人，后者的代表人物则有田余庆先生及其弟子阎步克等。

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进一步发挥了陈先生的观点，认为“唐代

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

期的转变。但这些变化，或者说这些变化中的最重要部分，乃是对东晋南朝的继承，我们姑

且称之为‘南朝化’”。20可见，陈先生提出的在中央财政系统的“南朝化”概念被唐先生用

来描述唐代各方面制度的发展趋势。但两位学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唐先生认为唐初的主要制

17 主要参考阎步克、胡宝国、陈爽等“关于南朝化的讨论”，详见 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a02/92.html。
18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 156页。
19 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见其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三卷），安徽

教育出版社，2004年。
20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a02/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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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承自北朝，而直到中期以后才出现了所谓“南朝化”的重大变化。这样一来，唐先生就成

功地化解了钱穆先生的质疑。牟发松则更进一步的发挥唐先生的学说，认为南朝化实际可以

追溯到北魏孝文帝改革时期，因为孝文帝在推行汉化改革时大量采用了东晋南朝的文物制

度。实则早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对这个过程已有详细叙述，可见此种观点仍然源自

于陈先生。

田余庆先生则在《东晋门阀政治》的《后论》中，从宏观上清晰地阐明了“北朝主流

说”，他认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

不在南。”21但并未展开论述。此后，在吴宗国先生主编的《盛唐政治制度研究》和《中国

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中，特别是由阎步克执笔的部分，详细地梳理了隋唐各项政治制度

的源流及发展，指出其中大部分都来源于北朝尤其是北周，而非南朝，从而发展和完善了“北

朝主流说”。

如果我们综合考察上述两种看似相反的观点，其实不难看到二者间的共通互补之处。

事实上，两种观点最大的不同，是在考察时段的长短。相对而言，北朝主流说着眼于较短的

时段，因此其所看到的北朝因子更多，毕竟隋唐政权是继承北朝而来。“南朝化”的观点则

更多是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因此能够看到在中唐以后出现的许多重要变化中，南朝的因子

更为突出。如前所述，陈寅恪先生所揭示的隋唐制度的三个主要来源中有两个属于北朝系统，

加之隋唐是北周政权的继承者，因此，北朝的影响在唐前期无疑要更大一些，但由于南朝的

社会发展水平较为先进，在之后的发展中，南朝的先进制度逐渐取得了优势，尤其是当安史

之乱以后，唐朝主要仰赖东南财赋的支持，因此南方的制度尤其是财政方面的制度取得了压

倒性的优势，这也正是陈先生首先以“南朝化”来解释中唐以后中央财政制度发展趋势的意

义之所在。在此，我们不妨套用田先生的话来说，从宏观来看隋唐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

前半期的主流在北，而后半期的主流在南。

21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 296页。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书后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胡平


